人才环境感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证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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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国内外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面临流失的考验。对此，将人才环境感知分为人才政策环境感知、事业环境感知、团队环境感知和生活环境感知四部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人才环境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好的人才环境能有效留住人才，抑制人才流失，事业环境和团队环境对人才省内及省际流动意愿均产生负向影响，而人才政策环境和人才生活环境则分别单方面影响人才省际流动意愿和省内流动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打造人才生态、以环境留才的政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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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How Perceived Talent Environment Effects on Willingness to Flow of Overseas High - leve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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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Nowadays, talent compet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ecomes increasingly intensive. As a consequence, high-level talents in Guangdong are faced with the risk of flowing-out. In this paper, talent environment perception is constructed as the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includes talent policy environment percepti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team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perception. Based on this model,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s of talent environment on the flow will of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in Guangdong. Beside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a good talent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retain talents and prevent their flowing-out. On the one hand, enterprise and team environment perception can both exert negative impact on high-level talents’ inner- and inter-provincial flow will. On the other hand, talent policy and environment perception may generate one-sided effect on high-level talents’ inner-provincial and inter-provincial flow will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of building up talent ecology and retaining talents by virtue of a goo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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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力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制度，确立了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第一驱动”。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多年来，广东在人才规模上一直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但近年来，随着中央到各地人才政策的纷纷出台，确立了人才资源战略地位的同时，也使得国内外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争创“双一流”的新形势下，高校人才竞争尤为激烈，天价“挖墙脚”事件频频出现。目前，“孔雀东南飞”已难再现，珠三角人才流入不足，而长三角发展迅速，人才流入明显。自2015年开始，江苏科技人才规模开始反超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全时人员达44.1万人，高出广东7.4%。
一方面，外部人才“引进难”。广东虽早在2009年便开启了以“珠江人才计划”为代表的重金引才模式，最高8000 万元至1 亿元的引才力度曾一度居全国之首。但近年来各地纷纷加大力度揽才，如杭州、成都、苏州高新区先后开出最高1亿元的引才资助，杭州还对高层次人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广东引才的招牌已逐渐失色，海外高层次人才来粤意愿不足。另一方面，内部人才“留住难”。现行高层次人才政策“重海外、轻本土”、“重引进、轻培养”的格局，使得广东对于本土人才培养一直处于忽视状态，加之江浙等地人才引力不断增大，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频频流失。对此，广东自当反思，人才竞争白热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何以聚才。
人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环境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地都纷纷致力于营造更加高效、便利、公平、透明的法治化、国际化人才发展环境，以磁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资源。因此，基于人才环境的视角，深入分析广东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基本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人才环境的作用机制，对进一步增强广东省人才环境吸引力、打造人才高地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文献回顾

随着国内各地区对人才流动以及各机构对吸引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人才流动的研究不断增加。人才流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才流动仅指人才在组织间的流动；广义的人才流动则是指人才从一种工作状态向另一种工作状态的变化，包括人才在地区、行业、岗位等方面的变动。一个地区的人才聚集程度主要由区域的人才吸引力和人才保留能力决定，本研究主要关注区域内引进人才的根植意愿，重点关注人才跨地区流动，据此，本研究将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界定为“某一特定地区已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因工作变动再度发生地区流动的心理意向”，可细分为区域内流动意愿和区域间流动意愿两方面。
人才环境是指人才生存、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影响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各种外部要素的总和。王雅荣(2015)提出，人才环境既包括硬环境，又包括软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既包括工作环境，又包括生活环境，既包括宏观环境，又包括微观环境[1]。此外，在微观组织内，人才环境可从三个层次分析，即战略计划设定的人才环境、实施产生的客观人才环境和人才知觉到的人才环境[2]。研究人才环境的影响效果需要考虑人才的知觉，被员工所知觉到的人才政策实践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3]。因此，综合学者研究，本文将人才环境感知操作化为人才政策环境感知、人才事业环境感知、人才团队环境感知和人才生活环境感知四个方面。
关于人才环境对区域人才流动意愿的研究，在已有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Weng和Mcelroy的研究，他们采用区域人才的根植意愿来衡量区域环境对人才的保留能力，实证检验了区域环境特征对人才根植意愿的正向影响[4]。翁清雄（2014）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通过区域承诺正向影响人才植根意愿，从而抑制人才流动[5]。纪建悦（2008）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人才的流动受到一系列地区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水平、科研环境、科研投入及生活便利程度等[6]。
2.2 假设提出
区域间人才竞争，归根到底是区域制度环境的竞争。人才作为流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人才便向哪里集聚。理想的人才环境不仅限于吸引人才，更具有激励人才、保留人才的作用。通过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撑及服务保障，打造“重才、爱才、惜才”的良好氛围，成为凤凰栖息之良所，发挥“聚才、留才”的人才集聚效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1：高层次人才对区域人才政策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内流动意愿越低。
假设H1-2：高层次人才对区域人才政策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间流动意愿越低。
事业环境关键是单位工作环境[7]，如果感知到事业环境公平合理，有着良好的平台支持，具有激励性，那么人才在工作上将更加积极进取，有利的工作环境和被激励的状态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将个体能量释放到专业的和个人的成就上来[8]。人才在某一职业上渐趋于稳定的同时，离开的成本也随之增加，离开现有的事业环境所产生的无所适从和挫败感将有效抑制人才流动行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1：高层次人才对当前事业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内流动意愿越低。
假设H2-2：高层次人才对当前事业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间流动意愿越低。
大量研究表明，一个伟大的团队远胜于英雄个人的作用，团队合作能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个人才智，激发个人潜力，发挥“1+1>2”的放大效应。此外，实施“整团队成建制”引才对海外人才迅速在当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并能充分发挥“留才、聚才”效应[9]。另外，个体行为会受到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个体留职动机往往与工作团队和同事息息相关[10]。
假设H3-1：高层次人才对现有团队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内流动意愿越低。
假设H3-2：高层次人才对现有团队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间流动意愿越低。
区域生活环境指一个地区内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医疗卫生环境等，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到个人基本需求的满足[11]。同时，良好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关系可以降低人与环境摩擦的负面作用，有利于人才快速融入当地、维持生活稳定，满足安全需要和情感归属的需要，个人也会更专心投入工作，渴望事业成功[12]。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1：高层次人才对现有生活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内流动意愿越低。
假设H4-2：高层次人才对现有生活环境满意度越高，区域间流动意愿越低。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调查对象以留学回国人员和境外专家为主。调查结合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区分布采取分层抽样，共发放问卷380份，有效回收问卷374份，基本代表了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调查问卷的主要题项均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衡量，要求被调查者根据提示打分选择。本研究中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统一使用Stata 12.0软件。
3.2变量测量
（1）因变量。因变量包括省内流动意愿（Y1）和省际流动意愿（Y2）两个变量，其中对省内流动意愿的测量来源于“我经常考虑辞去现在的工作去省内其他单位”、“我希望能找到一家更好的省内单位长期干下去”等5个题项，对省际流动意愿的测量来源于“我经常考虑辞去现在的工作去省外更好的单位”、“我并不打算在广东长期工作下去”等5个题项。每道题均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为5个层级，分别赋值1-5分。最终Y1和Y2取值均为各自对应的5道题得分的算数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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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自变量包括人才政策环境感知（Policy）、事业环境感知（Career）、团队环境感知（Team）和生活环境感知（Living）4个变量。其中人才政策环境感知涉及“创业启动资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税收政策优惠程度”等5个题项，事业环境感知涉及“单位制度完善”、“工作环境良好”、“文化氛围良好”等5个题项，团队环境感知涉及“团队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团队成员各自分工明确”、“团队成员工作目标具体明确”等5个题项，生活环境感知涉及“居住条件”、“交通状况”、“医疗服务”等5个题项。每个题项均从“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为5个层级，赋值1-5分，同因变量一样，每个自变量取对应题项得分的算数平均值。
（3）控制变量。为更加准确地测量人才环境感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人才个人因素及工作单位因素两方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实证模型的拟合度。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13-15]，在人才个人因素上，本研究选取个人年龄（Age）和年收入（Income）作为控制变量，在工作单位因素上，选取单位性质（Unit）作为控制变量。其中，Age和Income是由数值型变量分组生成的多分类变量，Unit为分类变量，1=“高等院校”、2=“科研院所”、3=“企业”。
3.3模型设计

为检验人才环境感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检验人才环境感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省内流动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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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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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检验人才环境感知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省际流动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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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各变量及参数解释参照模型1。
4实证检验及结果

4.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374名调查对象中，“高层次”特征十分明显，从学历层次看，博士后172名，占46.36%，博士136名，占36.66%。从任职职务看，教授/研究员占27.84%，副教授/副研究员占18.11%，企业法人/创始人占16.76%，企业高层管理者13.24%。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单位性质
	
	

	男
	316
	84.5
	高等院校
	133
	35.95

	女
	58
	15.5
	科研院所
	68
	18.38

	年龄
	
	
	企业
	169
	45.67

	39以下
	85
	22.79
	文化程度
	
	

	40-49
	143
	38.34
	博士后
	172
	46.36

	50-59
	104
	27.88
	博士
	136
	36.66

	60以上
	41
	10.99
	硕士及以下
	63
	16.98


表2列示了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关系，所有变量均为取值1-5的连续型变量。其中因变量省内流动意愿均值为2.333，高于省际流动意愿均值2.078，可见广东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自变量中，4个变量均值均在3-4之间，即对人才环境感知处于“一般”与“满意”之间，其中事业环境感知和团队环境感知均值接近“满意”，而政策环境感知生活环境感知接近于“一般”，可见广东省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看，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6个变量均彼此显著相关（p>0.01），其中，因变量Y1、Y2均与4个自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前文的研究假设相一致。
此外，各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75，即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可初步判定各变量不会造成后续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一步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方法检验模型多重共线性，结论一致：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平均值为4.22，显示模型不会出现多重共线性。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Y1
	Y2
	Policy
	Career
	Team

	Y1
	2.333
	0.797
	
	
	
	
	

	Y2
	2.078
	0.729
	0.586***
	
	
	
	

	Policy
	3.211
	1.208
	-0.235***
	-0.383***
	
	
	

	Career
	3.923
	0.707
	-0.445***
	-0.630***
	0.399***
	
	

	Team
	3.940
	0.816
	-0.454***
	-0.602***
	0.383***
	0.563***
	

	Living
	3.170
	0.851
	-0.140**
	-0.267***
	0.508***
	0.307***
	0.283***


注：n=374，+ p<0.1，* p<0.05，** p<0.01，*** p<0.001

4.2卡方检验
根据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强烈程度，将流动意愿二分为新变量“是否有明确的流动意向”。对流动意愿进一步分析，广东省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约有28.4%表示有明确的地域流动意向，包括省内流动意向21.2%和省际流动意向14.1%。深入分析可知，省内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呈现出明显的“非珠三角向珠三角地区流动”及“珠三角地区向省外流动”规律。具体而言，非珠三角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中67.7%表示有向外流动的意向，主要为向珠三角地区流动，省内流动意愿中流入地指向珠三角地区的占84.6%，可见珠三角地区已基本成为省内高层次人才的栖息良所，人才集聚效应明显。而省际流动意愿中，以来自珠三角地区的高层次人才为主，占89.6%
分性别、年龄、学历、国籍、收入水平及单位性质分别对不同因素下人才流动意愿的差异进行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单位性质是一个在流动意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2=6.45，p=0.040），相对于企业人才，科研院所人才和高校人才流动意愿更强，这主要是因为在企业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大多为来粤创业（约占65.7%），作为企业创始人或高层管理者，自然不会轻易离职。此外，高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数据显示，年收入80万以上的人才中有70.9%来自企业，50-80万的65.0%来自企业。除单位性质外，性别、年龄、学历、国籍、收入水平五个因素均不对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表3  卡方检验结果
	因素
	有流动意愿比例（%）
	卡方值
	显著性水平
	因素
	有流动意愿比例（%）
	卡方值
	显著性水平

	性别
	
	0.0659
	0.797
	国籍
	
	1.027
	0.311

	男
女
	28.16

29.82
	
	
	中国国籍
	29.75
	
	

	
	
	
	
	外国国籍
	24.14
	
	

	年龄
	
	2.272
	0.518
	年收入
	
	4.439
	0.218

	39以下
	30.86
	
	
	30万元以下
	29.12
	
	

	40-49
	30.71
	
	
	30-50万元
	35.23
	
	

	50-59
	27.18
	
	
	50-80万元
	22.5
	
	

	60以上
	19.51
	
	
	80万元以上
	20.37
	
	

	文化程度
	
	0.789
	0.674
	单位性质
	
	6.45*
	0.040

	博士后
	28.82
	
	
	高等院校
	29.55
	
	

	博士
	29.77
	
	
	科研院所
	40.00
	
	

	硕士及以下
	23.81
	
	
	企业
	23.35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4.3回归分析
以省内流动意愿和省际流动意愿为因变量，政策环境感知、事业环境感知、团队环境感知、生活环境感知为自变量，加入个人年龄、个人收入和单位类型3个控制变量，对模型1和模型2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模型1和模型2的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
	Y1
	Y2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2-1
	模型2-2

	Age
	0.020
	0.063
	-0.025
	0.007

	Income
	-0.062
	-0.000
	-0.069*
	0.017

	Unit
	-0.092*
	-0.033
	-0.114*
	-0.024

	Policy
	
	-0.014
	
	-0.053+

	Career
	
	-0.298***
	
	-0.399***

	Team
	
	-0.302***
	
	-0.303***

	Living
	
	-0.025+
	
	-0.016

	常量
	2.606***
	4.575***
	2.517***
	5.057***

	R2
	0.024
	0.264
	0.053
	0.489

	调整的R2
	0.016
	0.249
	0.045
	0.479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从模型拟合结果看，模型1-1和模型2-1均只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解释度较低。模型1-2中，F= 17.75（p=0.000），模型对应的线性关系在99%(α=0.01)的水平下显著成立，模型解释了人才省内流动意愿24.9%的方差。模型2-2中，F=47.35（p=0.000），模型对应的线性关系在99%(α=0.01)的水平下显著成立，模型解释了人才省际流动意愿47.9%的方差，解释力较强。
从假设检验结果看，只加入控制变量时，自变量Unit均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自变量Income与Y2显著相关。模型1-2中，自变量Career、Team、Living均与Y1显著相关，模型2-2中，自变量Policy 、Career、Team均与Y2显著相关。汇总以上检验结果，得到表5。
表5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省内流动意愿假设检验
	省际流动意愿假设检验

	研究假设
	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假设检验结果

	H1-1
	不成立
	H1-2
	成立

	H2-1
	成立
	H2-2
	成立

	H3-1
	成立
	H3-2
	成立

	H4-1
	成立
	H4-2
	不成立


（1）政策环境感知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策环境感知对省际流动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t=-1.88，p=0.061)，而对省内流动意愿无显著影响（t=-0.38，p=0.703）。这主要是因为，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政策环境相似度较高，甚至完全相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于理性思考的高层次人才不会选择扩地区流动。
（2）事业环境感知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事业环境感知对人才省内流动意愿和省际流动意愿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t=-4.58，p=0.000；t=-8.05，p=0.000），与研究假设完全一致。回归系数分别为-0.298、-0.399，即对事业环境满意度感知每提高1个单位，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分别降低0.298、0.399个单位，影响效应明显，特别是对省际流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大。
（3）团队环境感知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团队环境感知对人才省内流动意愿和省际流动意愿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t=-5.41，p=0.000；t=-7.12，p=0.000），与研究假设一致。回归系数分别为-0.302、-0.303，即对团队环境满意度感知每提高1个单位，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分别降低0.302、0.303个单位，影响效应明显。

（4）生活环境感知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生活环境感知对人才省内流动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p=0.062），而对人才省际流动意愿并无显著影响（t=-0.43，p=0.67）。可见，良好的生活保障可有效抑制人才在省内区域间的流动，但并不影响其省外流动意愿，可能的原因是人才省际流动更多是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并不过多关注生活水平的提高。

（5）控制变量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在不引入人才环境变量时，单位类型与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显著相关（t=-1.85，p=0.065；t=-2.56，p=0.011），即相对于企业高层次人才，科研院所人才和高校人才流动意愿更强，此外，个人收入越高，省际流动意愿越低（t=-2.02，p=0.044）。但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时，个人年龄、个人收入和单位类型均不对流动意愿带来显著影响。
综上，除假设H1-1和H4-2不成立以外，其他六个假设均成立，总体而言，人才环境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的环境类型影响效应不同，人才政策环境主要对人才省际流动意愿产生影响，而人才生活环境主要对人才省内流动意愿产生影响，事业环境和团队环境对人才省内流动意愿和省际流动意愿均有影响，但对省际流动意愿影响效果更明显。从影响效应而言，对省内流动意愿产生影响的环境变量中，团队环境影响效应最大，影响系数为-0.302，而对省际流动意愿产生影响的环境变量中，事业环境影响效应最大，影响系数为-0.399。
5研究结论与启示

面对国内外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形势，本研究在综述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才环境分析的人才流动意愿影响研究，并提出理论假设，构建了政策环境、事业环境、团队环境、生活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海外人才省内、省际流动意愿影响线性回归模型。以广东省374份海外高层次人才抽样调查数据为例，通过相关分析、卡方检验、逐步回归，基本上验证了研究假设，即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确实受到人才环境的影响，但不同的环境类型影响效应各有不同。研究结论对我国及广东省人才环境建设有以下政策启示。
（1）打造人才生态，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全力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磁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资源[16]。在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方面，建设法治政府、健全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完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方面，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公共资源高效公平配置、规范涉企税费管理、建立和完善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方面，营造稳定的用工环境、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外国人服务与管理、营造国际化营商文化氛围；建设互利共赢的开放环境方面，强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开创与港澳台合作新局面等。
二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培养、评价、流动、激励、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打造人才发展良好生态，推动人才队伍整体发展壮大[17]。完善发展激励政策，推进落实《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有关规定，通过提高科研项目人力资源成本费用支出比例、赋予人才更大经费支配权、下放科研设备采购自主权、提高人才享受科研成果收益比例等，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同时鼓励企业探索建立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探索实行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折价、股权期权激励等科技人才激励方式。

（2）引培并重，注重后续支撑
调查发现，广东省海外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存在“重引进、轻培养”的现象：一方面，高度重视人才，纷纷采用优惠政策和重金聘请等各种手段吸引和留住人才；另外一方面，却鲜有制定相关政策、投入后续资金和时间培养人才。这种方式短时间迅速填补了高层次人才不足的局面，但是易造成发展后劲不足、人才流失等后果。

结合实证结果，海外高层次人才对现工作地人才政策环境的满意度能显著降低其向省外流动的意愿，因此，对于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引进之初的大力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才引进后的持续培养，在政策上进一步创新对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手段。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允许通过协议定价、拍卖、技术市场挂牌交易等方式转让转化科技成果。进一步完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拓宽人才奖励的范围，结合当地房价物价，取消人才购房、购车等不必要的限制，并给予适度的补贴。
（3）建设创新载体，激发创新活力

良好的事业环境能发挥明显的留才作用，事业环境本质是人才工作单位环境，可通过加快创新型平台建设与优化用人单位软环境建设来打造人才发展的良好事业环境[18]。
一是加快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科技创新载体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也是集聚创新资源、会聚创新资本、吸引创新人才有效的组织形态和空间形态。广东应进一步加快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工程技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的建设，聚集创新资源、开展创新活动，发挥示范和带动功能，聚集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完善孵化育成体系为例，广东应进一步加快实施“孵化器倍增计划”和高科技企业倍增计划，以企业孵化推动人才孵化，重点在建设用地、建设后补助、风险补偿金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在孵企业毕业率。 

二是加强用人单位环境建设。一是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通过减免所得税、财政贴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高企业教育经费提取比例等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建立人才开发基金，加大人才开发培养投入，打造人才发展宜居环境。二是发挥政策和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和支持企业普遍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建设一批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研究院、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基地和产学研创新联盟，使科技研发活动成为企业运作的常态，培养造就高水平研究人才队伍，激发创新活力。

（4）打造团队模式，激发团队合力
海外人才作为单个人才引进后，往往会遇到环境融合、人员配套、合作基础等问题。广东省已实施引进六批次“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但针对本土人才成建制团队培养的人才支持项目尚处于空白，尚未形成我省高层次人才成建制引陪的立体化模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团队效应能显著降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团队作为一个整体，犹如一棵大树，相对“扦插”一根枝条，更容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评价中，注重团队导向尤为重要。
一是建议政策以支持省内领军团队自主创新为导向，支持已全职在粤工作两年以上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珠江人才计划”引进领军人才等领军型人才为带头人，采用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混合、优势互补的方式组建团队，并在粤连续3年以上开展符合战略规划布局、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或应用技术研发，形成“以才引才、以才聚才”的“滚雪球”效应。二是建立团队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目前的考核机制以个人考核形式为主，个人评价而缺乏对团队的整体评价，使很多人才在创新过程中过分注重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合作动力，甚至相互竞争、彼此排斥，影响了科技成果产出，降低了高层次人才效用发挥。通过建立科学的团队考核体系，激发团队整体合力。
（5）加强生活保障，强化人才服务
一是完善人才保障政策，对海外人才实行便利的准入政策与特殊的优待政策，在人才落户、出入境、长期居留、永久居留、医疗、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社会保险、入住人才公寓等方面予以政策保障，努力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二是完善发展激励政策。推进落实《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有关规定，通过提高科研项目人力资源成本费用支出比例、赋予人才更大经费支配权、下放科研设备采购自主权、提高人才享受科研成果收益比例等，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同时鼓励企业探索建立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探索实行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折价、股权期权激励等科技人才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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